
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

袁成毅

　　内容提要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战争结束

后,饱尝了甲午战争索赔甜头的日本在列强各国中第一个提出了战争索赔要

求,日本最后从中国庚子赔款的总额中得本利 75944689海关两。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日本效法英美等国,同意中国对日庚款缓付 5年。战后,日本鉴

于其他国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向中国“退还”庚款,于是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的

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北京政府虽然与日本订立了《中日文化

协定》,但实际上中国并不能自主掌握这笔赔款,庚款的处置权仍操在日本手

中,庚款的去向也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多数是投在了日本侵略中

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上。由于日本“退款”之举包藏文化侵略的野心,因此遭到

中国各界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废除了《中日文化协定》,另一

方面照旧如数支付对日庚款,一直到 1937年 9月。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庚子赔款　文化侵略

一　日本索取庚子赔款

　　1900 年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

狂潮引发的一场中国人民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欧洲列强则把其

视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的“黄祸”。为了扑灭这场运动,列强各国联

合出兵镇压。在战争开始之际,清王朝曾幻想念在同是黄种人的份

上请日本调停。1900年 7月 3日,光绪帝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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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电文称:“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

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须暂置小嫌,共维全

局,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同洲是赖。”①

但经过甲午战争一跃成为东亚一霸的日本标榜“脱亚入欧”,在甲

午战后一直把进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视为其国家的第一目

标②, 因此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 (赴)

该地”作答,不但拒绝了清政府的请求,而且先后派出了达 22000

多人的日军参战,付出了 1282人的伤亡代价,成为八国联军进攻

天津和北京的主力军。日本此次出兵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国

际部队,意在通过与列强的合作来显示自己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其

对中国的影响,实现其“掌握东洋霸权”的野心。③

　　日本在这场联合侵华战争中不但残酷地杀戮中国人民,而且

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如在攻占天津后抢银 232600 余两,在通州

抢银 129400余两。④ 攻占北京后更是肆无忌惮,日军抢在各国之

前先是从户部银库搬了 2914856 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⑤,继则从

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劫无数绫罗锦缎,还洗劫了内务府仓库

所存的仓米和全部银两。据统计,日本的抢劫共达 367万余两。⑥

日本的这些抢劫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他们所抢劫的银两、

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留给侵华部队的银两为 214286

两,占总额的 7% ,交给日本中央金库 1928571两,占总额的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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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①

　　日本侵略者不但重视战时抢劫,更看重战后的战争索赔,但战

后当公使团讨论对华索赔的时候日本一改甲午战后漫天要价的作

法,而是与英美等一起主张将赔款要求数额降至中国的支付能力

以内。1901 年 3 月 28 日,美国公使柔克义向公使团提交了备忘

录:“各国要求中国的赔款总数应当尽量合理,决不能超过中国的

支付能力”,日本立即起而响应,表示“相信各国可能须要考虑缩减

赔款。”② 日本持这个立场的原因当然绝不是出于对中国处境的同

情,完全是取决于它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 第一,当时日本对华贸

易的发展速度较快,实际上已超过了德、法、美等国,仅次于英国,

并呈日益扩大之趋势。出于维护这种对华贸易的优势计,日本不赞

成像德国和俄国那样漫天要价;第二,自从甲午战后俄国逼其退出

辽东以来,日本对俄耿耿于怀,把俄当作头号敌人,积极准备对俄

作战。为了孤立俄国,日本不但与英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它看

到甲午战争议和中它对中国的空前勒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这种仇日情绪很不利于它在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和扩

张, 因此在对华政策中,日本不时地表现出一些“友好亲善”的举

动,借以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第三, 19世纪 90年代以来,日

本加大了扩军的力度,财政危机严重,特别是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

日本出兵人数多,军费开支很大,日本急于取得赔款来解决当时的

财政困难局面,以免长期争执不决。③

　　1901年 4月 10日,日本第一个提出了它的索赔要求,其政府

要求为 47574000日元 (日本确定该数的依据是: 截止到 1901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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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日本政府包括陆海军军费在内的实际支出是 40916000

日元,当时估计 4月份以后每月尚须增 2000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到 7月 1 日,共为 46916000 元,再加上铁路修理费 658000 元,共

计 47574000元) ,民间赔偿要求为 2500000日 (此数系日本政府在

当时的初步估计) , 两项合计 50074000 日元, 合中国海关银

35577577两。①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

共达 46000余万两,最后赔款委员会 (外国公使团成立的专门处理

向中国索取战争赔偿的机构)正式确定偿金总额为 6500 万镑,合

中国海关银 45000万两。各国向中国索取款的总数大致确定后,日

本看到其它国家所提出的要求高于它的要求,后悔它当初所提出

的 50074000日元的数目太低,因此,当 5 月间各国讨论中国赔款

的利息时, 日本反对将利息定为 4 厘, 坚持要求按 5%的利息计

算,或者在其原来提出的数额上再增加 1ö4。② 日本的这一要求除

了英国表示同情外,其它列强均表示反对,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放

弃这一要求。1901年 9月 7日,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

奥、西、比、荷 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将 45000 万两的赔款数目

以条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赔款总额确定后,列强各国又将这笔赔款按当时各国所要求

的数目,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 1901年 8月达成了分配协定,日本

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 34793100 海关两, 39 年的预计

利息为 41151589128海关两,本利合计 75944689128海关两,占中

国庚子赔款总数的 717%。根据和约第六款第十三号附件甲所载

的金银比价, 1 海关两合 11407 日元, 中国对日庚款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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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54177日元。①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

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

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

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

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

1905 年 7 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

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 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

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 9763日元折合 1

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 1905 年以前的所谓“镑

亏”724487日元 (514916关平两)。② 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

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

总领事接收”。③

　　1914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

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了缓付 5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

的条件作诱饵。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最终加入了协约国集团。

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

美一致的步调。1917年 12月 1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

缓付 5年。当 1922年 11月 30日 5年缓付期满时,中国所欠日本

的庚子赔款余额为 72121578元,扣除 1917年内每月预付利息,实

际应付的余额为 72108776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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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借“退款”之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反对

亲日的卖国贼,抵制日货的浪潮遍布全国,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沉

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在国际关系上,日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对华独霸局面受到了来自其它列

强的挑战, 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使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

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此外, 20年代初日本在中国所支持的皖

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也分别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失利,所有这

些因素使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它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日益削

弱了,这表明日本传统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政策遇到了空前危机,

在此背景下日本不得不适当地调整其侵华的方式,欲通过文化侵

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渗透。

　　1922 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 5 年的期限已满,正好在这时

山东悬案问题以中国“赔款”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日本获得了胶济

铁路价款及青岛公有财产价款。为了实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日本

决定动用上述三项款项。1923年 3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

庚子赔款余额 (72108776元)、青岛公有财产补偿金之全部利息和

胶济铁路偿款的部分利息作为基金,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①

据此,日本制订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

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了

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

　　从日本所动用的财源来看,庚子赔款因为有中国海关担保,日

本之本利均能按时得到,胶济铁路国库券的利息则因受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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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的影响支付情况时断时续,青岛公有财产及盐业国库券之本

息中国实际只支付到 1925 年 9 月①,因此,实际上日本动用之款

项主要还是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

　　1923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

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

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

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 30 万补助中

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

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② 1924 年 2 月 6

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

定》(以下简称《中日文化协定》) ,共 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 10

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 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

事业,其中以 23314万余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

学研究所的设置基金,剩余的 14712万余元,除支付日本文化事务

局薪俸及车费 10万余元外,以 135158万元为事业费、用于两国交

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 1924 年颁布了

《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

及赔款金额之比例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

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此举

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4月 27日全国教

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 11家国内学术团体联合

发表宣言,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日

本内政的一部分,故主张“由中日两国推选专门学者,组织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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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理事会,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

事务。理事人数由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

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

事业。① 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

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早在日本初议将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

事业”之时即起而反对。1923年 6月 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

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

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

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

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

属事业而已。”②

　　1925 年 5 月 4 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

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

会虽由中方 10人,日方 10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

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违反日本法令范围,有对于事业之计

划、规定及管理三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

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

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

机构而已。有鉴于此, 5月 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

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③ 6 月 3 日,教育界

19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8月

17 日至 23 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拒绝日

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 192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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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我国

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① 8月 6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

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 11名委员多为

迎合日本意旨的易愚弄之老髦、以官僚为生活者和政府党羽,并号

召国人应不承认其所为。11日,东方总委员会 (1926年 8月 13日

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前往与会,国内教育团体表示,日本庚

款非正式退还不能承认。教育改进社并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

等行动。② 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

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

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

　　日本的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呢? 根据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的规定,主要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

11为了促使中国的教育、科学、艺术、卫生、救济事业以及其他发
展中国文化的事业; 21为了增加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的福利事业;

31为了日本对中国各种学术研究的事业。③ 日本是否真的如其所
标榜的这样做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从 1924年到 1934年 10年时

间里日本利用庚款主要是在北京成立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

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东京成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三个机构。其

次是资助了大量的日本在华各类团体,如东亚同文会、同仁会、日

华学会、在华居留民团等,此外便是资助中国的留日学生。在这些

被资助的“文化事业”中,北京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仅仅是从事了一

点《四库全书》的补遗和续编,无论如何,这还算是一点有益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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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事; 在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些医学和理学的研

究,但是日本也利用该所为基地,向东北和内蒙等地派出特派研究

员,实际上是搜集情报,侵略性至为明显; 而设在东京的东方文化

学院组建后大肆收购中国的珍贵图书,仅在 1929年 8月在天津收

购了陶湘的藏书 17000册,在杭州收购了东海藏书楼的 47000 册

图书,明显扮演了文化掠夺的角色。至于日本资助的各类在华团体

及下设机构,多数是以从事对华侵略为目的。如日本在上海经办的

东亚同文书院截止到 1938年 4月,收集了有关中国国情的大量资

料,其中许多是日本在华企业所需要的,它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中

培养了近 3000 名中国通, 都被陆续派往各类日本在华企业服

务。① 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补助更是想培养留学生的亲日情结,

达到为其侵略服务的目的。

　　从日本对上述“文化事业”的资助力度来看,截止到 1934 年,

对北京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累计支出事业 50万元,购置土地及修缮

建筑场费 37万元; 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支出事业费 150 万元,

设备费 234万元; 东方文化学院事业费支出 82万元,购置设备等

90万元; 资助中国政府选派的一般留学生和由日本各大学自己推

荐的留日生累计支出共 400万元左右; 在所有运用庚款的资助项

目中,日本资助最多的是日本各类在华团体,达到 11588000元。②

　　1936 年以后,日本为了全面向中国进行渗透,继续加强对华

文化侵略,相继在中国设立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北京、上海近

代图书馆,青岛、天津农业试验场等机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

后,其所谓“对华文化事业”也并未中断,但那些“文化事业”侵略性

就更是赤裸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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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23年底到 1937年 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庚子赔款达

45731181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 1925年 9

月前的总额,这样,中国实付与日本的数额为 46267066日元,庚款

收入占 99% ,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为留

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 6100000元,

不到整个用费的 19%。①

　　日本将庚子赔款及“山东悬案”偿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

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

不了其侵略实质。第一,日本所索取的庚款及山东悬案偿款完全是

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钱是由中国出的,日本用中国的钱来从事所

谓“对华文化事业”达到了自己不出钱却能得侵略果实之结果。这

根本不是什么善举。第二,日本早在 1918年 9月 11日其外相曾致

函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其将在适当时候放弃庚款, 但日本

1923年的庚款处置办法根本不是退还,日本并不是免除中国的庚

子赔款,中国对日庚款照付不误; 第三,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

项的机构来看, 1923 年 4 月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

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 12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

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等要

人,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

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第四,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

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

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

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

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

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第五,从日本“对华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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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名称来看,这个名称的实质根本不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事

业,而是日本政府附庸的文化事业,具有极强的文化侵略特征。第

六,日本动用庚款等款项所补助的对象重点是日本在华的社团等,

这完全是培养日本的侵略势力,总之,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日本

的“对华文化事业”都极具侵略的性质,根本不是如其标榜的“脱离

政治”的文化事业。

三　中国对日庚款的停付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取得知识界的好感,对日

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不合作的态度。1928年 5月,济南事件发

生后,东方总委员会中国方面的委员一齐声明退出委员会。1929

年 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认为日本对华文化协定有碍中

国教育的进步,提出应予废除。①11月 16日,教育部咨请外交部废

止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及换文,其主要理由是此协定为北京政

府所订,国民政府不予承认,如日方同意废除协定而不同意退还,

中方则应拒绝日本在中国境内兴办文化事业,解散东方文化事业

总委员会及北平上海两分会,中国拒绝接受特别会计法下之任何

资金,庚款补助生自 1930年起一律停补。如日方同意改订协定,退

还庚款,完全由中方自行支配,中国则聘任日人 3人,中方 6 人组

成委员会,管理支配所退庚款,其前已使用者,酌于追认,中日委员

会至 1945年底解散,由中国另组委员会接管。②

　　12月 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废止日本对华文化

协定,撤销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方面委员及上海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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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中国委员。① 25日,外交部电驻日公使,指示其就此与日方

交涉。但日方表示无意变更既定的方针,此后双方虽又进行了一些

交涉,但不久即爆发九一八事变,交涉遂告停止。不过在此期间国

民政府仍然按约支付着对日庚款,从未间断。1937年日本发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由于中国海关由英国控制,英国出于自身利益

计坚持对日绥靖政策,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以所谓“保持海关完

整, 维护税收”为名,竭力主张中国照旧支付对日庚子赔款, 他认

为:“倘中国政府此刻即将该项债、款停止拨付,日本军事当局或因

之对海关发生干涉举动,津奉一带海关尤属危险,假如因此事致该

两处海关被其攫夺, 政府损失势将远过于应付日方债赔款之数

⋯⋯如该项债赔款必须予以停付,为免除对于海关行政完整发生

不良影响计,窃以为应付之款项暂存于一中立国之银行,俟将来恢

复和平时再为处理,缘如此办理,在中国政府方面既无资敌之虞,

而在日本方面亦不致借为口实,对于海关行政加以干涉。”② 1937

年 8月,即使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还是在 8月 31 日将原来

由海关税收项下按月拨付的日本庚子赔款照旧拨付日本正金银

行,此事引起了国内人民的坚决反对,迫于压力,国民政府财政部

才命令海关税务司自 1937年 9月起,每月应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

不再拨付正金银行,改由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开立海关总税务司

日本庚子赔款专帐,于月终到期时循例如数由关税项下提存。

　　1938 年 5 月 2 日,英国与日本订立了《关于中国海关偿债问

题的暂时协定》,其中规定: 所有沦陷各口海关税收及现存于各该

地汇丰银行之税款,全数交各该地日本正金银行存储;为偿付拖欠

日本之庚子赔款而自 1937年 9月以来已汇存香港汇丰银行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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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之款项,应即行如数汇交日本政府。①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

蒋介石,声称日方承认拨付关税担保外债之相当部分,这对中国有

益,并劝中国“勿采取足使不能实行协定之任何行动”。② 英日海关

协定的出笼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新华日报》在 5月 5日

发表短评,表示“英日协定根本违法,不能生效”,国民政府外交部

也向英方提出照会,声明中国不受协定约束,并保留对海关一切权

利与自由。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再加上日本本身又拒不执行英日

协定,拒绝从占领区各关税款中拨付外债和赔款,因此,英国最后

并没有认真执行协定,未把积存之汇丰银行的庚子赔款拨交正金

银行。因此 1937年 9月以来的对日庚款也就一直存在汇丰银行日

本庚款专帐内,一直存储了 16个月。到 1938年底,此专帐内存款

共计 525196镑 2便士。③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沦陷区也日渐扩大,

所有沦陷区的关税全被日本劫掠,存于日本银行,在此背景下,国

民政府从 1939年 1月起,以关税为担保的债、赔款一律停付。这

样,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实际是支付到了 1937年 8月底,至此,

中国对日庚款之余额有 1691217镑 10先令 11便士,利息 986552

镑 14先令 5便士。共计 67769镑, ④ 按 1英镑折合 91763日元的

比价,共计 26143058日元,再按 1关平两合 11407日元的比价,共

18580709 两,如果把中国对日庚款的总额 (本利 7594489两)减去

未付部分 (18580709两)便是中国对日庚款的实际支付总数,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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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63980 海关两。另外,从 1937年 9月到 1938年底 16个月内中

国存于汇丰银行的备付日本部分庚款为 525196镑。但这笔款并款

交付日本,最后被海关洋员以退休养老金方式吞没了。

　　国民政府虽然在战时无法将沦陷区的海关收入作为对日庚

款,但为了所谓“维护国债信誉”,在国统区从 1939年 1月至 1941

年 11月,将应由关税支付的债、赔款改用摊存的办法存于中央银

行,共计拨存重庆中央银行总税务司日本部分之庚子赔款摊存为

国币 2471943元,当然,由于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钱最后几

同废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 1941年 12月 9 日正式对日

宣战,中日间一切条约据此都被废止,中国对日庚款部分以胶济铁

路青岛公产及盐业等各项偿款当然作废,中国不再有偿还的义务。

(作者袁成毅, 1964年生,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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